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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Jason Brennan 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以清晰的邏輯證辯方

式對於當代民主制度進行質疑與強

烈抨擊，並聲稱某種程度的菁英制度

（epistocracy）比起民主制更能實現

社會正義與捍衛人民權利。的確，自

民主制度被創造以來，它帶來的無效

率與政權時常更迭導致的政策不連

續與朝令夕改一直使其飽受政治理

論學者批評，然而在主流論述中，民

主卻依然是防止國家權力侵害人民

與保證人人皆有平等參與政治事務

權利的制度。儘管民主制度存在不少

顯而易見的缺陷，但如同前英國首相

邱吉爾所言：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這

個有缺陷的制度卻是人類歷史中無

數政權形式中一個「最不糟糕」的制

度。顯然在邱吉爾眼中，民主制度的

缺陷並不使它成為一種在當代社會

中不合時宜的體制。然而，Brennan

的《反民主》想要挑戰的便是這種捍

衛民主的論述。他試圖透過逐一檢視、

反駁那些支持民主的學者所聲稱的

10.6570/PSQBR.202205_(63).0001 

• 周子揚/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生

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

亂與神話！

Jason Brennan

 

書 名：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

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 

作 者：Jason Brennan 
譯  者：劉維人 

出版者：：聯經出版公司 
年 份：2018.08 

頁 數：400 pages 
ISBN：9789570851519 

 



長篇書評     2022 年 05 月 63 期 

2 

民主制度的優點，來挑戰民主作為人

類所能夠創造出的「最不糟糕」的制

度的這一個想法。不過，Brennan提

出的質疑、反駁以及他所設想出的替

代制度——菁英制——是否真的足

以推翻民主制度在現今社會中的地

位，則是本文章想要探討的問題。 

Brennan在書中針對捍衛民主制度的

理論與政治哲學提出相當精彩的反

駁，但礙於篇幅關係，本篇文章僅探

討 Brennan 質疑民主制度的三個主

要論點，並根據民主的外在價值

（intrinsic value）來立論，進行效益

主義式的比較。Brennan質疑民主的

論點可以簡單歸納為三點：（1）人民

可以透過民主投票來改變決策的可

能性很低，因而使他們缺乏誘因去投

注時間研究政策，且（2）人民並不

理智與缺乏對於政治的基本了解，無

法做出對於社會多數最有利的決定，

以及（3）民主讓人民可以用自己的

無知去傷害他人、強迫他人一同接受

愚蠢政策的後果，使公民們彼此為敵。

針對以上幾點，本文章將按部就班地

重新檢視 Brennan對於民主的批判，

試圖提出反駁並挑戰他對菁英制度

的推崇。 

貳、Brennan對於民主的批判 

論點一 

 Brennan對於民主的第一個批判

在於民主制度很大程度的稀釋了個

人的政治權利，使得個人透過手中掌

握的投票權去決定政策走向的能力

大幅下降 （2016：90）。由於個人無

法體認到手中的一票能夠對政治現

實產生任何實際上的改變，便使他們

缺乏誘因去積極研究政治議題、了解

不同政治人物的政見差異以及深入

辨析哪一位候選人是最適合領導國

家的人選（2016：112）。由經濟學的

角度來看，Brennan的論述似乎相當

合理。基本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

當個人投入的勞動（研究選舉時需要

投入的心智勞動）對於效益（對於政

治現實作出的改變）所產生的改變程

度越小時，投入勞動所產生的邊際效

益便呈現遞減，亦即每投入更多的資

源與勞動，並不會因而產生更多的效

益。一般認為當邊際效益等於邊際成

本時，此時的收益能夠達到最大化。

然而，由於個人投票的行為所能產生

的邊際效益近乎趨近於零，因此個人

投入心智勞動於政策研究與決定合

適政治人選的誘因便也趨近於無。 

 話雖如此，Brennan的論述似乎

輕視了在現今社會中選民獲取資訊

的能力以及資訊傳播的效率。在實務

上，選民若想要了解政治，他們並不

需要去瀏覽各種圖書資料或是密密

麻麻的統計數據來理解一項政策議

題，而是只需要被動地等待小部分的

選民花費時間閱讀相關資料後，將他

們得出的結論撰寫成簡潔容易理解

文章並公開發表。小部分的選民透過

自身的勞動來進行費時的政策梳理



長篇書評     2022 年 05 月 63 期 

3 

與研究，並將研究成果轉寫成文章，

其餘的選民便能夠透過閱讀這些經

由他人濃縮的摘要式文章來理解政

策議題、決定投票意向，其中所需要

耗費的時間與成本其實相當低廉。至

於為什麼那些小部分選民願意去花

費大量時間整理資料作成文章供他

人參考？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方向

來回答。首先，社會中總有少部份對

於公共政策議題相當投入並熱衷的

人。當這些人越深入了解一項政治議

題，他們便能夠理解該議題所牽涉的

問題與可能產生的後果是什麼，他們

也同時會對該議題進行是非判斷，進

而去選擇支持或是反對該政策。而當

這些人做出支持或反對的判斷時，他

們同時也理解到在民主制度中，他們

必須要集結足夠多的票數來將議題

往他們想要的方向去推動，他們便因

而有了將自己對於政策的理解撰寫

成平易近人文章的誘因，藉此將自己

的意見擴及並儘可能的接觸到最大

多數的人，透過提供他人對於政治議

題的了解來形塑他們對於該議題的

判斷，從而影響他人投票的選擇來提

升自己的邊際效益。其二，政黨們為

了要拉攏搖擺不定的中間選民，勢必

會對這些選民推銷自家候選人的政

見或該黨支持的政策，以期盼中間選

民在選舉投票日時親睞自己。這個邏

輯與第一種情況基本上相同，差別在

於由於政黨作為一個行為者其本身

存在的目標即是贏得選舉，這使得政

黨擁有更為強烈的誘因去散播資訊

（暫時不論資訊是否有偏誤），以提

升選舉優勢。第三種情況是有些人本

身的職業就是新聞專欄的政策分析

師或是網路上的意見領袖，他們平時

以撰寫時事評論或是政策評析的文

章獲取利益，自然擁有誘因去仔細關

注時事並深入研究政治議題。由於他

們行為本身即可獲得收益（如：稿費、

廣告分潤），而非以最終選舉產生的

結果而定，這使得他們對於政治投入

心力的誘因並不會受制於趨近於零

的邊際收益。 

 不論是上述何種情況，不可否認

的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時常會透過

這三種情況來廣泛地接觸到政治資

訊。尤其在選戰難分高下的選舉期間，

各家政黨候選人彼此攻訐、黨同伐異，

意見領袖與專欄作家撰寫文章批評

時政，熱衷公共政策的人試圖透過自

身的意見來影響周圍的親朋好友的

投票方向。有時我們只不過是在休閒

之餘使用社群媒體，也同樣會被動地

遭收到政治資訊的不間斷轟炸。在這

個網路時代，獲取資訊本身已經不是

件困難事，再加上新興傳統媒體與自

媒體的推波助瀾，個人在了解政策時

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自然也大幅下降。

不僅如此，各式各樣資訊傳播媒介的

出現也讓選民們不再是「分散且獨自」

而是「相互連結與連動」的。當個人

能夠將自己的政治立場透過自媒體

的形式發表到網路上，他同時也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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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影響他人立場的方式來連動其他

選民，而這些被連動的人又會以同樣

方式去連動更多人，讓彼此手中的選

票連結匯聚成一股足以改變政治現

實的力量。一旦個人理解到自身對於

政治的深入了解具有眾志成城的力

量時，他便成功反駁了 Brennan所謂

「改變決策能力很低而缺乏誘因」的

論述。 

論點二 

 Brennan對於民主制度的第二個

批判在於人民缺乏對於政治與經濟

的基本了解，使人民做出的決策並無

益於整體社會的進步（2016：81-83）。

Brennan在書中提出相當有力的數據

來佐證多數選民對於政治幾乎一無

所知，也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學入門常

識（2016：81-83）。然而，這是否代

表民主制度便因而缺乏產生有益於

社會進步的效果？事實上，我們同樣

可以用方才提到的論述來挑戰這個

論點。儘管多數選民對於政策的了解

不多，甚至可以用完全無知來形容，

但知識份子與熱衷公共政策的人們

為了影響政策走向，會選擇將自己對

於政治的理解與知識擴及到普通選

民身上，產生教育普通選民的效果。

又或者更消極的來說，普通選民也可

能會選擇信任某位意見領袖，某位電

視名嘴或是身旁接受過較高等教育

的親朋好友，並參考他們的政策偏好

與政治意見來投票。或許有些人會以

「無知的選民容易被操弄，進而相信

錯誤的政策」來反駁這個論點。但是，

所謂的「對」與「錯」的界線可能並

非如此涇渭分明。以台灣政治為例，

對於是否該重新啟動第四號核電廠

的政策問題，專家學者們就已經有兩

派不同的意見，彼此的論述雖然互不

相卻各自有各自的道理。既然連專家

學者都沒有辦法對該議題作出意見

一致的「正確決議」，那我們又怎麼

可以期待普通選民作出真正「正確」

的選擇？又或許正確的選擇打從一

開始就不存在。倘若政治上的政策選

擇在多數情況下都只是「偏好選擇」

而不是是非對錯的問題，那讓無知的

選民效仿他們相信的意見領袖來投

票，結果本身便不是正確與否而僅僅

是偏好不同的問題。即便是少數有明

顯對錯的政治問題，我們不妨去思考

當今民主制度中選民能夠直接進行

政策決策的空間有多大？多數政策

的制定過程固然會考量到民意，但實

際上進行重大決策的都是少數的核

心行政幕僚，人民能夠直接參與的程

度並不高。尤其是高階政治議題如軍

事與外交等足以影響一國存亡的重

要議題，人民能夠直接影響政策的空

間更是趨近於無。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民主投票還具有

「後果自負」與「平均責任」的功能。

當一個受多數選民親睞的政治人物

成功上台後推行了一個錯誤政策，使

得國家的人民平均生活水準下降。這

時，除了推行錯誤政策的行政官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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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負擔政治責任外，選民同時也會意

識到自己需要為「選出了一個沒有能

力的政治人物」這件事情本身負起部

份責任。假使這個錯誤的政策出現在

Brennan推崇的菁英制度中，由於不

論是政策制訂的過程，乃至於誰有資

格參與政策制定的討論，從頭到尾都

是由少部分擁有投票權的菁英所決

定，社會上多數民眾根本沒有參與討

論的空間。如此一來，這一小群具有

參與決策資格的決策者將因為其錯

誤的決策而成為眾矢之的，社會大眾

也更容易因為這種小集團式的政治

為多數人帶來集體苦難而感到憤恨

不平，加深社會上知識份子與群眾之

間的對立、不信任與隔閡。民主制度

除了使選民在某種程度上有了「後果

自負」的警惕之外，同時也有了將錯

誤政策的責任平均分配給社會上多

數人的能力，減少人民認為自己在政

治選擇上被其他團體宰制與壓迫的

感覺。並由於錯誤的政策歸根究底與

多數人民自己的選擇有關，相較於菁

英制度中的壟斷式集團政治，可以預

期人民會降低後續採取激進方式回

應錯誤政策的可能。 

論點三 

 Brennan對於民主制度的最後一

個批判為民主制度使他人能夠因為

愚蠢的決定而傷害到我們的利益，使

我們彼此為敵（2016：352）。這個論

述本身難以反駁，但論述難以反駁的

特質也使得它無法用來支持Brennan

認為菁英制度優於民主制度的倡議。

其因在於政策制定本身本來就不可

能滿足所有人、照顧到所有人的利益。

政策制定的過程在本質上就可能會

產生獲得較多利益的贏家與利益受

損的輸家。比方來說，當一個法案被

通過時，因為該法案而獲得較多利益

的人便成為贏家，反之則成為輸家，

更不用說那些具有財富重新分配功

能 的 再 分 配 政 策 性 政 策

（redistributive policy）。這種政策本

身雖然有助於滿足社會正義，在另一

方面卻損及較富有人口的既得利益。

贏家－輸家現象源自於當代社會問

題本身的多面向、牽涉多方利害關係

人的複雜特性，使得被用來解決這些

社會問題的政策很少有辦法成為不

損及任何人利益又能夠滿足所有人

需求的靈丹妙藥。然而，這個現象不

僅僅存在於民主制度中，同樣也存在

於 Brennan設想的菁英制度中。只要

政策制定的結果導致一方人的利益

絕對或相對受損，即會產生出贏家與

輸家的區別。 

如果說此一現象是一個政治決策無

論在何種政治體制中都必然會產生

的後果，那 Brennan就理應無法以此

為理由來說服我們放棄民主制度，採

取菁英制度，因為菁英制度並沒有辦

法有效解決此一贏家－輸家差距

（winner-loser gap）的問題。Dahlberg 

& Linde的研究更是指出，良好的民

主投票程序與法治能夠降低贏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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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家之間心態上的不平等，調節贏家

－ 輸 家 差 距 可 能 在 政 治 支 持

（political support）上產生的問題

（2016：661）。該研究亦發現，在擁

有較高品質民主的國家之中，與贏家

站在一邊或是與輸家站在一邊並沒

有特別的重要（2016：661）。儘管

Dahlberg & Linde的研究著重在探討

選舉時產生的贏家－輸家差距，但由

於不同的候選人本質上也將領導至

不同的政策走向，我們亦可以將其研

究成果用來解釋政策制定上的贏家

輸家問題。 

 強調溝通與共識決而非多數決

的 審 議 式 民 主 （ deliberative 

democracy）亦可以用來化解贏家－

輸家差距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然而，

Brennan 在書中引述政治學家 Tali 

Mendelberg 的研究來試圖證明審議

式民主並不會產生政治學者預期的

效果（2016：129）。。關於這部分，

Brennan 似乎過於強調 Mendelberg

研究中指出的審議式民主的負面結

果及缺點，卻忽略 Mendelberg 在該

研究中其實強調的是審議式民主並

非在所有的情況下皆適用，而是需要

經由仔細的設計與測試後方才可施

行，亦需要考量到審議的議題是否合

適採用此一決策過程（2002：180-

181）。簡言之，Brennan所引述的學

者並非如他書中所描述的，對於審議

式民主抱持悲觀的態度，而是反過來

希望透過辨識出適合以審議式民主

來進行討論的社會議題，以此來使審

議式民主能夠發揮其最佳效用

（Mendelberg, 2002：181）。 

參、結論 

 Brennan的《反民主》一書以簡

潔易懂的哲學辯證與統計數據來支

持作者對於民主制度的質疑與挑戰。

然而，姑且不論書中因篇幅關係未能

在本文章中提及的段落，Brennan的

三大主要核心論述其實頗具有被挑

戰的空間。由本文章中的論述可以得

知，Brennan質疑民主投票制度使人

民缺乏誘因去深入研究政治議題時，

卻忽略了現代社會資訊快速流通共

享的特性，以及社會上不同利益追求

者所可能採行的策略與面對的誘因

有很大的差別，亦沒有考慮到社會分

工有助於減省（economize）獲取資訊

的成本。Brennan對於人民缺乏知識

導致無法產出正確政策的質疑也同

樣可以用上述資訊成本的減省與對

資訊來源的信賴來加以反駁，更甚地，

我們甚至可以主張絕大多數的政策

並沒有所謂的對與錯的問題，而僅僅

是在不同偏好之間進行選擇。即使是

有正確與否之分的少數政策，人民對

於政策能夠產生多少的直接影響也

成了另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

Brennan提倡的菁英制度並沒有解決

這個問題，因為菁英內部也可能產生

意見分歧而導致無僵局與無共識結

果。此外，菁英制度內部的小集團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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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過程一旦發生決策錯誤，便很難要

求全體國民心甘情願為自己壓根兒

沒有參與討論的事情負擔後果，民主

投票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傳遞了後果

自負的警訊。最後，Brennan指出民

主政治使他人能夠強迫我們承擔他

們愚蠢決策的後果，使我們與他人相

互對立。然而，書中描寫的贏家－輸

家差距不管在民主制度或是菁英制

度中都存在。只要政策的結果導致一

方的權益絕對或相對受損，即產生了

贏家與輸家的區別，與採行哪一種決

策方式並沒有直接關係。 

儘管 Brennan 反對民主的論點

中存在著不少可被挑戰的地方，但不

可否認的是，Brennan書中指責的民

主弊病的確揭示著民主制度潛藏不

少問題需要被詳細研究與解決，而

《反民主》一書則提供我們許多強而

有力的切入點去仔細反省民主可能

帶給我們的困境，以及促使我們去思

考是否存在另一種更佳的替代制度。

我們不一定需要去接受 Brennan 拋

出的菁英制度想法，但 Brennan點出

的民主弊病卻有助於我們匡正民主

制度的缺失，將民主制度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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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過程中，

源自歐洲的西伐利亞體系一直具有

主導性的影響力，而工業革命與帝國

主義的擴張也無不影響著世界各地。

其中對於國際體系最重要之影響，便

是「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樣

態的擴展。在十九世紀，相較於具有

高度中央集權、明確的領土界線、以

及外交自主性的現代型主權國家；亞

非大陸上則仍餘存不少的前現代國

家。這些前現代國家在面對歐洲列強

帶來的衝擊時，它們的國家型態與政

體制度都難以抵擋歐洲現代型主權

國家的威脅，因此就如同國際關係現

實主義所闡述的，國際體系中的行為

者由於處於強烈競爭，行為者便進而

開始效仿更具生存能力的國家型態，

使得許多前現代國家自十九世紀末

以來，開始藉著民族主義、反殖民運

動、甚至是社會主義革命，來推動現

代型主權國家的轉型與建立。 

關於主權國家如何形成的文獻

卷帙浩繁，其中可以探討的因素更是

不勝枚舉，不過 Ja Ian Chong的著作

《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

 

書 名：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

建構比較史(1893-1952) 

作 者：莊嘉穎 
譯  者：鄺健銘 

出版者：：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年 份：2020.12 

頁 數：488 pages 
ISBN：9789869745888 

 

• 駱俊丞/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

莊嘉穎

10.6570/PSQBR.202205_(6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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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家建構比較史》嘗試連結國際關

係與比較政治，認為除了「國內層次」

的民族主義運動、政治改革運動、階

級鬥爭之外，「國際層次」上的外力

干預也會對其造成關鍵性影響。本書

的出發點在於解釋「弱勢政體」如何

變成「主權國家」，並且以十九至二

十世紀中的中國、印尼、與泰國作為

驗證案例，而 Chong 對於本書的案

例分析，奠基於他過去對於第三世界

國家蛻變成主權國家歷程的相關研

究。1 

Chong的問題意識是，傳統研究

大多認為「外力」與「主權國家的建

立」呈現對立關係，甚至是零和關係，

這些研究導出的結論不外乎是外力

介入會導致弱勢政體的權力結構被

「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或「破

碎化（fragmentation）」，因此更難以

建構成一個現代的主權國家；但其實

二者彼此之間的關係其實並非僅僅

是對立關係，而是提出更為反直觀的

看法：外力其實可以是主權國家形成

背後的重要推力。他認為主權國家建

立後往往為了國家鞏固，民族主義神

話便油然而生，在這種發展下民族主

義便成了促成主權國家建立的最大

功臣，其他因素卻因此被避而不談。 

 
1 在此稍作提醒，本書透過三個案例來對
理論機制進行實證檢驗，不過本文的評論

將專注於原著中的理論層面；而關於案例

適用上的分析，再敬請各位讀者回到原著

內容中進行閱讀。可參考 Chong(2009; 

貳、摘要 

相較於現代主權國家，Chong認

為許多前現代國家（例如清帝國、明

治維新前的日本、鄂圖曼帝國、蒙兀

兒帝國）由於中央集權程度較低、領

土邊界不清晰、國際自治能力不足，

他們在面臨現代主權國家的威脅時，

往往出現制度上的劣勢，這是 Chong

所提及的「弱勢政體」。 

而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在現

實主義邏輯之下，競爭激烈的歐洲國

家無不醉心於權力平衡的精細擺布。

新帝國主義的興起莫不與現實主義

相生相倚，對於領土的直接佔領、瓜

分與行政統治成了歐洲國家鞏固權

力的方式，這導致歐洲工業國家都會

嘗試對於歐洲之外的前現代國家，尤

其是弱勢政體，進行更多的干預與介

入行動，嘗試從中獲取更多資源利益，

這些歐洲國家便成了所謂的「外力」。 

一、 基於預期成本考量的干預行動
方式 

Chong 的主要論證來自於干預

行動的成本計算，我們可以想像，當

一個外力想嘗試干預某個弱勢政體

以獲得利益時，外力必然得考量干預

行動需要花費多少成本，這種成本是

預期而來的，因此被稱為「預期成本

（expected cost）」2。當外力認為進行

2010) 
2 其實在 Chong的研究著作中，其用詞是
「預期機會成本（expected opportunity 
costs）」，但實際上他所闡述的並非是預期
機會成本的概念（預期機會成本是指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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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的預期成本「偏低」時，便會投

入最大的資源去介入弱勢政體以鞏

固當地資源，同時也會盡力並全面阻

止其他外力的介入，以達完全掌控弱

勢政體；當預期成本屬於「中等」時，

外力因為預測其介入行為有利可圖，

故會嘗試積極介入、試圖抑制其他外

力的介入；當預期成本稍微「偏高」

時，外力雖然仍試圖採取介入以囊取

部分利益，但不願冒險投入過多資源，

也不會過度阻止其他外力對弱勢政

體的介入，因此這被視為是一種有限

的介入政策；而當預期成本「極高」

時，由於外力會認為介入弱勢政體並

不存在效益，故可能選擇放棄介入、

不進行過多的干預。 

因此從外力對於干預行動的預

期成本考量，基本上便決定了外力的

干預方式與程度：面對較高的預期成

本將採取較低程度的干預行動、而面

對較低的預期成本時則採取較高程

度的干預行動。 

二、 干預行動方式決定了弱勢政體
的發展 

那麼，Chong 接下來提及的是，

不同的干預行動又會如何影響弱勢

政體的發展，他嘗試將自變項設定為

「各個外力對於干預弱勢政體的預

 
完成 A目標而採取 a行動，因此放棄了能
夠完成 B目標的 b行動，此時預期機會成
本即是 B目標原先能夠帶來的利益）。
Chong進行分析時所使用的意涵其實更接
近是「預期成本（expected cost）」的定義
（為了完成 A目標而採取 a行動，成本即

期成本」；依變項則是「弱勢政體的

國家型態」3，依照 Chong的定義，

國家型態就是一個國家的中央集權

程度、領土自治程度、外部自主程度。 

當外力干預的預期成本偏低時，

外力傾向於全面介入並控制弱勢政

體，因此往往導致原本的當地政權受

到宰制而淪為附庸國，因此國家型態

的三個特質呈現出「低度中央集權」、

「低度領土自主」、「低度的外部自

治」；當預期成本屬於中度時，外力

試圖積極干預，但不求全面掌控弱勢

政體，而是希望讓弱勢政體保持一定

的能力以阻擋其他外力的介入，因此

國家型態的三個特質大致呈現出「中

度中央集權」、「中度領土自主」、「中

度外部自治程度」。當預期成本偏高，

外力只願意採取有限干預，傾向於透

過軍事行動以外的行為，例如貿易、

外交協議來與弱勢政體協商，以便獲

取利益，因此國家型態的三個特質大

致呈現出「較高度的中央集權」、「較

高度的領土自主」、「較高度外部自治

程度」。最後，若是干預弱勢政體的

預期成本極高，外力則傾向於不進行

干預，但為了獲得當地的利益，外力

希望採取成本最低的行為，即嘗試鞏

固並攏絡當地的政權以建立合作關

是採取 a行動所投入的資源耗費）。 
3 Chong參考過去研究，認為國家型態（中
央集權程度、領土自治程度、外部自主程

度）可以作為觀察一個弱勢政體是否發展

為主權國家的重要指標。詳見其著作 pp.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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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讓他們願意在一定程度上服務列

強的利益，同時也希望穩定當地政權

的運作。因為當地政權若是崩解、或

是受到其他外力的侵略，都會導致外

力與這個當地政權的合作關係隨之

瓦解，在這種情況之下，由於外力也

傾向於支持當地政權的穩定存在，其

國家型態的三個特質便容易同時呈

現較高程度，也是最接近主權國家的

狀態。 

三、 弱勢政體的發展又決定了主權
國家的建立與否 

理性抉擇取向與國際關係現實

主義其實是這本著作的主要論調，外

力被假設為理性行為者，目的在於追

求成本計算下的利益極大化。當他們

在干預弱勢政體時，就如同考量「權

力平衡」一般，著重的是制衡、而非

追求絕對控制。因為一個外力若是試

圖完全掌控整個弱勢政體時，同時也

會阻礙其他外力在此地區的利益，進

而引起其他外力的制衡。因此外力將

會根據成本的考量，尋求某種程度的

干預，來達到利益極大化，這代表利

益極大化的選擇不必然是完全掌控，

而是應該透過對於預期成本的計算

來決定干預行動方式。 

若是外力認為干預弱勢政體的

成本太高、卻又不願意完全放棄在此

地的利益時，他們便往往選擇協助或

鞏固當地的某一政權，對象可能是中

央政府、也可能是某一個地方軍閥，

總之外力會試圖讓該政權承諾維持

對於列強的優惠待遇，這個政權在外

部環境的支持下，更有能力完成中央

集權、達成領土自治、作成外交自主，

便成了最有可能建立主權國家的行

動者。Chong對於預期成本、干預行

動與方式、以及弱勢政體相應的國家

型態特質，整理於下表 1。 

表 1：外力干預的預期成本、干

預行動方式、與弱勢政體國家型態關

係 

外力

干 預

的 預

期 成

本 

干預方式 

弱勢政體之相

應國家型態特

徵 

極高 放棄角逐干預 

 

無影響 

高 消極進行干預

行動，並接受

與其他外力彼

此享有對等干

預的權利 

à有限干預。 

高 度 中 央 集

權、 

高 度 外 部 自

治、 

高 度 領 土 自

主。 

低 適度進行干預

行動，試圖規

範其他外力介

入 

à積極干預 

中至高度中央

集權、 

低至中度外部

自治、 

中至高度領土

自主。 

極低 全面阻止其他

外力的介入 

à全面干預。 

低 度 中 央 集

權、 

無或低度外部

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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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度 領 土 自

主。 

資料來源：Chong（2020: 89） 

四、 這是「國內層次」因素難以解釋
的嗎？ 

就算是以驅逐外力、民族主義號

召的建國運動，其力量也並非只有來

自國內群眾，外力為其提供的經濟、

軍事、政治資源往往其實才是主權國

家建構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Chong

以清朝覆滅後的民初軍閥時期為例，

在當時無論是北洋各個軍閥派系、或

是南方軍閥、國民黨與共產黨等等政

治團體，都不斷相競爭取外力的支持

（209-221, 247-264）。這些政治團體

面對各種競爭對手，僅是仰賴國內的

有限資源與地方民眾支持，往往難以

達成建立主權國家的目標。而外力所

派遣的顧問、外交支持、軍事資源等

等其實都是使相關政治團體能夠排

除其他競爭對手，得以成功建國的重

要因素。 

Chong 認為國內層次的解釋因

素有三，分別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制度承諾、國家鬥爭三種途徑，筆者

先以民族主義作為例子，闡釋為何

Chong 認為關於主權國家的建立過

程中，不能僅以國內層次因素作為分

析對象。從民族主義觀點明顯存在三

個難以進行解釋且存在矛盾的缺陷。

第一，便是民族主義的出現與主權國

家的建構之間存在著時間落差；第二，

便是國內政府或各個政治團體利用

民族主義的力量來進行的任何現代

化運動、憲政改革往往也無法成為主

權建構的最終推手，甚至常常淪為挫

敗之舉；第三，這些以民族主義為號

召的團體往往也希望與外力保持良

好的關係，因為外力能夠給予龐大的

援助與支持，外力也大大地影響了民

族主義與主權國家建立的發展。 

參、評論 

由 Chong 在著作中所提出的理

論已經為我們建構出了一套相當創

新的因果機制敘述，認為外力的干預

行動根基於它們對於預期成本的估

算，而預期成本偏高就導致外力更偏

好採取「間接介入」，而且不會試圖

排除其他外力在弱勢政體中的介入

行動；相反地，預期成本偏低就導致

外力更偏好「直接介入」，並且會積

極控制整個弱勢政體。直接介入往往

對於該國家型態造成負面影響，弱勢

政體通常變得更加去中心化、破碎化，

與現代型主權國家的建構彼此相背

而行；間接介入則更有可能對於該國

家型態造成正面影響，弱勢政體若是

能夠在外力提供的資源與制度支持

下進行合作，那麼便能夠距離現代型

主權國家之建構一途更加接近。 

不過，筆者認為過去的研究成果

以及 Chong 所提出的這套因果機制

卻存在著三點待補充之處。第一，是

關於預期成本上的定義；第二則是關

於國際層次因素與國內層次因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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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響的機制；第三則是對於外力與

國家建立之間的相關案例建議。 

一、 預期成本的再定義 

首先，由於 Chong在預期成本的

定義與概念界定上尚不足精確，若能

夠嘗試把預期成本作出更加精細的

分類，將更能夠理解成本觀點究竟是

如何影響外力的介入方式，尤其在理

性抉擇途徑的分析之下，要瞭解外力

如何干預，就必須理解預期成本來源，

才能將理論分析框架轉化為現實意

義上的解釋。筆者認為既然理論是基

於現實主義邏輯之下，那麼成本的來

源便可以區分為「被干預政體的當地

成本」以及「國際結構的成本」，前

者是外力介入時所引起的當地反抗，

無論是當地的中央政府或地方勢力、

甚至是當地民眾都可能群起反抗外

力介入；4 後者則注重的是國際體系

中其他外力所表達的異議，因為一個

外力不可能為了攫取弱勢政體的資

源而罔顧了國際結構中的權力平衡，

 
4 「被干預政體的當地成本」像是包括了
弱勢政體的中央政府、地方勢力如何回應

外力的干預與介入。如果中央政府與官僚

積極抗拒外力的干預，例如反對歐洲派往

本國的顧問、在外交場合拒絕簽署不平等

條約、甚至是主動向外力宣戰，而地方勢

力與民眾也積極響應中央政府的行為時，

都是被干預政體當地成本偏高的情況，外

力在進行介入時往往會遭到極大的阻力；

相反地，若是中央政府與外交官僚願意與

各個歐洲列強交往，願意主動與列強簽訂

互惠協定，而將財政、關稅、鐵路、礦業

營運權交由外力管控，或著是地方勢力不

願順從中央，因而與外力結盟以求壯大自

己的勢力，而當地民眾也認為中央政府不

再能為自身謀求利益時，此時被干預政體

的當地成本則是偏低的，亦即外力能夠有

其他列強的反抗也因而成為了外力

在採取干預行動時所必須考量的成

本來源。5 筆者認為嘗試將成本來源

分為上述二者，該區分實益有二：其

一是釐清預期成本的來源能夠讓成

本分析的理路更加清楚，有助於我們

理解干預政策與方式的形成；其二是，

若能夠發現外力不願意直接控制弱

勢政體，原因在於預期成本偏高，而

這種成本又是國際結構來源較多的

話，便可間接證明外力之間的競爭

（國際層次因素）確實能夠影響弱勢

政體的發展。 

二、 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相互
影響 

其次是 Chong 雖然提出了以外

力干預的角度來解釋主權國家的建

立，但是並未指出外力干預與國內層

次因素，例如民族主義之間是否存在

任何互動關係？他所指涉的脈絡比

較像是：除了民族主義因素會影響主

權國家的建構之外，外力干預也是影

更低的預期成本能夠干預弱勢政體。 
5 「國際結構的成本」是透過其他外力在
國際會議以及外交政策中如何回應一個外

力的干預行動作為觀察點。當一個外力積

極干預一個弱勢政體，結果引起了其他列

強分別透過外交或軍事途徑來進行嚇阻

時，例如以要求舉辦國際會議、透過政府

對外譴責該外力、或者是直接派軍向該外

力進行施壓，那麼此時外力干預弱勢政體

的國際結構成本則是偏高的；相反地，若

是一個外力積極干預一個弱勢政體時，並

未引起其他列強的抗拒、或是其他列強根

本無力進行抵抗時，外力干預弱勢政體的

國際結構成本就是偏低的。此一界定以歐

洲對於地緣戰略及權力平衡的探討為基

礎，可以參考 Keohane(1984: 22); 
Herbst(2000:11- 31); Mahan(1999: 137-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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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建構的關鍵因素，而民族主義觀

點所無法解釋的部分可以由外力干

預的觀點來加以補充解釋。這其實忽

略了外力干預這種來自於國際結構

的因素其實本身也會影響到民族主

義的發展，因此外力介入與民族主義

間的互動關係也是必須受到關注的。

6 

筆者認為，嘗試以結構現實主義

所重視的結構面向出發，能夠彌補上

述問題，尤其通常一個弱勢政體不會

只受到一個外力的影響，而是同時面

對多個外力。數個外力的競爭不單單

只是所有個別外力的效果之加總，而

是會形成一個外力結構，這種結構才

是影響弱勢政體適不適合發展為主

權國家的重要因素，我嘗試修正

Chong 的分析框架，並提出下圖 3，

爬梳多數外力究竟如何影響弱勢政

體。 

圖 3：多個外力同時干預所可能

形成的結構結果 

在 Chong提出本著作之前，針對

弱勢政體或第三世界進行主權國家

 
6 可參考 Darwin(2009: 365-369) 
7 制度承諾論認為國家型態是由前現代國
家內部各方政治勢力協商之後的制度安

排、合作模式與社會契約。協商的過程主

要聚焦於政治商業關係，政治菁英能夠為

商業或資本家提供保護、免於受到國內其

他力量或外國勢力的侵擾，而商業團體則

為國家提供資本作為回報，政商間將會形

建立的研究大多呈現下圖 4 的因果

機制，其中最主流的是以民族主義作

為研究起點，探討民族主義的發展如

何影響上述國家的主權國家建構，其

次也有以制度承諾論、或國家鬥爭論

作為理論框架的相關研究，7 但無論

是民族主義、制度承諾、或是國家鬥

爭，這些因素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是

從「國內因素」出發，透過國內層次

加以解釋弱勢政體從前現代國家轉

化為主權國家的過程。 

圖 4：傳統研究因果機制（以國

內因素為主） 

接下來，Chong 將「外力干預」

此一變項導入研究後，認為除了上述

的各種國內因素之外，國際結構上的

影響──外力干預與介入──也會對

於主權國家的建構過程造成關鍵性

影響，因此拓展了對於研究自變數的

多元性，如同下圖 5呈現。 

成一個有效的制度安排與相互承諾，國家

越能吸收資本，便越能夠具備主權國家的

能力，以達到集權化的成果。另外，國家

鬥爭論則是認為國家在面對內外危機時所

產生的壓力，是國家建立的主要推力，累

積武裝力量並吸收資本以打造常駐軍隊是

主權國家出現的主要因素。可以參考

Chong(2020: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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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Chong的研究因果機制（以

國際因素為主） 

而筆者認為外力的干預行動，在

整個主權建構過程中擁有的是結構

面上的影響力，對於許多第三世界或

殖民地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是外來的、

現代官僚體系是外來的、國家資本的

鞏固制度也是外來的，這些看似為國

內發展因素其實都是於十九世紀與

二十世紀從國際層次引入的。8 因此

整個研究的因果機制架構更接近是

下圖 6所展示的，不論是民族主義論

點、制度承諾論、國家鬥爭論等等所

有的國內相關因素，都被涵蓋在國際

結構的影響之下。以民族主義為例，

國際結構的力量具有影響弱勢政體

內部民族主義發展的效果，例如就算

1920 年代的國民黨長期以民族主義

作為號召，但是在國際外力結構之下

也必須做出權衡，激進的民族主義可

能會導致與外力不良的關係，因此民

族主義勢必要被有意識地適度壓抑，

以換取一定程度上與外力保持較好

的關係。由此來看，國際結構既直接

影響了民族主義的發展（有可能是促

成民族主義的萌發、也可能是壓抑住

 
8 關於結構對於個體的影響，參考自Waltz 
(1995: 80; 2008: 74); Keohane(1986: 508-

民族主義的過度發洩）、同時也直接

對弱勢政體的主權國家建立過程造

成影響。這種情形下，民族主義的發

展至多也只是類似於催化劑的效果，

有可能在國際結構的影響下，促使主

權國家的建構變得更為迅速、順利，

但並不是必要條件。 

圖 6：筆者嘗試提出的研究因果

機制（以結構性的國際因素為主） 

三、 研究案例的建議與限制 

從經驗層面、個案研究來提升理

論與因果機制的普遍適用性，乃是理

論發展的現實意義。Chong的著作目

前已經對於中國、印尼、泰國進行了

深度分析。除了上述這些國家之外，

得以順利進行明治維新的日本、深陷

一戰泥淖的鄂圖曼帝國轉化為土耳

其共和國的過程、直至二戰結束前皆

難以擺脫英國殖民的印度，其實都是

相當適合作為弱勢政體與外力干預

分析的案例。而本著作中雖然也針對

了中國進行長時間的分析，但實際上

1911年民國成立、1928年北伐成功

而建立國民政府、以及 1949年共產

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中國歷

510); Tammen & Kugler(2006: 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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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次、多階段的主權國家建立過程，

或許在未來也能夠嘗試對於中國此

一案例作出更加精細的分階段性研

究。除了能夠提升理論的普遍性之外，

當然也希望藉此精煉理論的分析架

構。 

其次是關於筆者提議的限制之

處，從結構層次出發的「國際結構因

素」固為筆者嘗試提出的概念，但仍

屬於一個過於模糊的概念，這種概念

看似什麼都能夠解釋，卻又難以闡明

它究竟從何解釋、解釋了什麼，這是

因為結構因素往往也受制於個體因

素的影響。在此須說明的是，結構與

個體之間本就應該存在相互影響的

可能性，這既是注重多元複雜性的社

會科學領域所擁有的特質、但同時也

是研究者難以規避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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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學者對國際政治充滿

各種演繹，當中不乏矛盾。儘管不同

理論均意在解釋國際政治體制，但邏

輯及推論卻截然不同。因此，過往有

不少學者試圖促成理論對話，甚至建

立無所不包的宏觀理論。唐世平的社

會 演 化 典 範 （ 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正是箇中經典。本文介紹

唐世平的《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 ，

指出此典範為眾聲喧嘩的國際關係

理論提供了融合的可能性。不過，這

套典範尚未提供完整的國際政治演

化邏輯，理論細節仍有待填補。因此，

筆者在文末借用史密斯（ John 

Maynard Smith）的演化博奕理論及

阿克塞爾羅（Robert Marshall Axelrod, 

2006）的合作競化模型，進一步拓展

唐的理論框架，並為當中細節提供更

細緻的推演。同時，本文列出運用演

化博奕論於國際政治上的重要參數，

以作進一步研究。 

壹、國際關係理論眾聲喧嘩 

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圍繞著數

個主要理論學派之間的辯論。卡爾

（Edward Hallett Carr, 1939）及摩根

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 1948）

 
書 名：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公元前 8000

年到未來 

作 者：唐世平 
譯  者：董杰旻、朱嗚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年 份：2017.08 

頁 數：326 pages 
ISBN：9787508677309 

 

• 鄭霈晞/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演化競合下的國際關係理論：論唐世平的社會演化典

範

10.6570/PSQBR.202205_(6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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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者早在二戰前後便嘗試建立一

個宏觀的框架去分析國際政治，嘗試

疏理國際事件當中的邏輯，被譽為古

典 現 實 主 義 代 表 （ Burchill & 

Linklater, 2013）。冷戰期間，國際政

治理論萬花齊放，沃爾茲（Kenneth 

Waltz）轉以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結構

切入，解釋結構如何促使國家參與強

權政治，豎立了新現實主義的典範

（1979）。新現實主義出現，帶來以

科學實證研究國際政治理論的作風，

但其追求精簡的理論模型及爭取權

力為核心的前設也引起大量學者質

疑。新自由主義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 1986）就從現代國家，特別

是歐洲各國的相互依存著力，建立與

新現實主義分庭抗禮的學派。後來，

溫特（Alexandar Wendt, 1999）不滿

兩派學說都同樣輕視觀念層面對政

治社會的影響，缺乏「社會」關懷，

在建構主義的框架下加入「大辯論」

（Tang, 2015）。英國學派則一方面反

對現實主義者對國際社會的悲慘想

像，一方面亦否認國際秩序僅「存乎

一念間」，而相信背後有多重因素塑

造 的 規 則 與 合 作 （ Burchill & 

Linklater, 2013）。布贊及利特爾

（Barry Buzan & Richard Little, 2000）

就翻開世界歷史，從六萬年前人類早

期的猎獵社群開始，描述國際政治社

會如何演變至今。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則帶領現實主義走向

另一高峰。他提出攻勢現實主義，指

出國家無法預測對手意圖，為求自保

會採取攻勢，爭取成為一方霸主，反

駁沃爾滋的權力平衡（Mearsheimer, 

2001）。 

上述理論在解釋國際政治的規

則以至其演變帶有不少分歧。就本體

論而言，各個理論對國家以及國際社

會就存在相異的想像。現實主義學派

描述國家為同質且追求權力的行為

體 ， 將 國 家 本 質 清 楚 界 定

（Mearsheimer, 2001; Waltz, 1979），

新自由主義學者則強調非政府組織

的影響力會改變國家利益（Keohane, 

1986），建構主義則將重視觀念的力

量，鬆動物質世界以至國家的概念

（Wendt, 1999）。儘管不同理論均意

在解釋國際政治體制，但邏輯及推論

卻截然不同，因此構成學界的「大辯

論」。 

雖然爭辯未休，但學界亦產生兩

個重要共識（Tang, 2015）。第一，大

部分學者都承認國際系統曾出現根

本變遷；第二，理論的基本分歧源自

不同的隱含假設，而非邏輯演繹的問

題。在這樣的共識底下，理論融合似

乎並非毫無可能之舉，重點在於如何

容納各大理論的前設於宏觀框架之

下。 

貳、社會演變典範的基礎 

唐世平認為，各派理論出現不同

解讀，根本原因在於它們全都輕視時

間維度，忽略時間推移會令國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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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產生根本性轉型（Tang, 2015）。

他認為，國際政治的根本性質會一直

演化，而非如沃爾茲形容般高度穩定

且不停重覆（Waltz, 1979）。因此，與

其說不同宏觀理論互相抵觸，倒不如

說不同理論各自解讀了特定時空的

國際政治世界。透過強調時空差異，

唐疏解了各大理論的衝突。他指出，

有些國際關係理論雖然承認國際系

統會變遷，但並未提供真正的內生性

解釋（Tang, 2015）。因此，他提出社

會演化典範理論，認為惟有演化理論

才足以為變遷提供真正內生解釋，並

以此闡述國際政治系統如何轉型，以

至國際關係理論的宏觀社會學。 

社會演化典範借鑑了生物演化

理論，特別是新達爾文主義的生物演

化論，作為典範基礎。生物演化論的

關鍵機制為「變異 – 選擇 – 遺傳」：

變異指生物出現多樣性；自然選擇指

特定的基因在環境影響下被淘汰或

保留；遺傳則指剩下的特定基因得以

複製、繁衍和傳播。唐世平套用生物

演化的邏輯，形容國家行為及國際秩

序亦是根據「變異 – 選擇 – 遺傳」

機制逐漸演變（Tang, 2015）。換言之，

最初不同國家會各自採取相異的外

交模式，背後邏輯包括但不限於守勢

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

等。在汰弱留強的國際博奕之下，較

為可取的外交策略得到保留，而國家

若採取了不利的外交政策，結果可能

招致損失，甚至自取滅亡。不過，社

會演化典範與生物演化的邏輯存在

差異。在自然界下，生物變異為完全

隨機，而且亦僅存在自然選擇。但社

會演化典範正視人類存在適應性變

異，亦即因應環境而改變行為的學習

能力，而選擇機制也並非純粹自然淘

汰，而是在物質約束下的人為選擇。

換言之，可取的外交策略不僅會傳承

到新的政權繼任者手中，其他國家亦

會選擇有利策略加以仿效，而非隨機

選擇。這點與強調「用進廢退」的拉

馬克主義有所相似，但唐世平更強調

決策者人工選擇決策，而非自然演化，

所以他認為社會演化典範屬於「超拉

馬克主義」。 

參、社會演變典範的推演 

建立社會演化典範後，唐世平將

典範用以分析國際政治演變，並把國

際政治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首先出

現的是伊甸園式的和平時代。唐世平

認為這時間要追溯至公元前 8000年

以前，當時人口總數極少，自然資源

豐富，因此人類沒有需要爭奪資源，

也就沒有必須交戰的理由。而取代伊

甸園的，則是攻勢現實主義當道的霍

布斯式世界。唐世平認為，隨著人口

增長，人類逐漸發展出兩項對生存而

言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質，分別是群體

認同與歸屬，以及合作狩獵的能力及

工具。以上特質令人類得以從個體的

單打獨鬥演化成集體的攻伐殺戮，亦

即令戰爭變成可能。而隨著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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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理環境改變，族群之間的接觸越

趨頻繁，衝突亦一觸即發。而當某區

域內爆發第一場戰爭後，該區域就會

有很大可能轉型為進攻型現實主義

系統，因為戰爭會散播恐懼。不論戰

爭結果如何，區域內受到威脅的國家

都會為安全而做好戰爭準備。而要獲

取安全，最佳策略就「以攻代守」，

透過征服使自己成為區域霸主，亦即

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思維

（Mearsheimer, 2001）。在此，社會演

化典範精彩地點出了攻勢現實思維

的橫向及縱向遺傳。橫向遺傳指的是

同一時代下的各國會因安全威脅及

戰爭知識而互相仿效，縱向遺傳則是

戰爭記憶、征戰精神以及客觀的軍事

設施而令攻勢現實思維一直延續，形

成溫特所指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Wendt, 1999）。 

不過攻勢現實主義系統並非歷

史終點。社會演變典範認為攻勢系統

最終會無法避免則不可逆轉地轉換

成守勢現實系統世界。這是因為在攻

勢現實主義的世界下，國家數目會在

不斷交戰下減少，剩餘的國家勢必坐

擁更多人口及資源。此時，征服將越

益困難，因為對手的實力將比以往更。

當國家嘗試征服他國但失敗後，「征

服無利可圖」的教訓會再次以橫向和

縱向方式遺傳開去，令國家開始考慮

採取另一套策略獲取安全。換言之，

採取守勢慢慢變成更為實在的策略

取態。在書中，他以古代中國和後羅

馬時代的歐洲為例，證明隨著國家規

模變大，征服變得越益困難，國家消

亡率已大為下降。唐世平認為，以上

觀念加上主權觀和民族主義的興起，

國際社會終於在二戰後演變成洛克

式的守勢現實主義時代。最後，他更

以社會演化典範的邏輯推測，相信新

自由主義終於普及，成為未來國際社

會系統的最佳描述。 

肆、社會演化理論尚未充分解釋國際

政治演化 

唐世平創立社會演化典範，將國

際政治格局視作隨時而變，將各大理

論安置到不同時代，解釋各種前設為

何共存，緩解箇中衝突。然而，雖然

唐希望為國際政治社會的演化提供

充分內生解釋，但其理論在推演國際

政治演化過程時，似乎隱含沙石，而

典範亦尚未完整點出演化的軀動因

素，值得後學填補。 

首先，唐的演化典範具備跨時代

的理論包容性，但對同時空下的多樣

性似乎有所忽略。他在書首強調，演

化理論並非「最強者存」或「最適者

存」，而僅是「適者生存」。這代表同

一時空下，多樣的適存者可以共處。

然而，在他劃分的攻勢現實主義時代

下，似乎認為守勢現實主義國家都會

遭到淘汰，這正無意中否定了演化理

論的多樣式特質。 

此外，唐的演化理論未能足分解

釋自己對國際政治演變方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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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書中強調，無論是生物和演化理

論，都不存在真實的方向性。然而，

他卻認為國際政治不會回到攻勢現

實主義世界，因為演化系統「不會簡

單發生倒退或週期性循環」（Tang, 

2015）。在此，唐似乎認為系統具有

一定方向性，或具備強大制衡力，規

限了演化典範中的「變異 – 選擇」

過程，但這有待更詳細的解釋。另外，

唐在解釋國際政治由攻勢轉變成守

勢現實主義時代時，提出侵略的難度

促成了時代轉變。他指出國家數目逐

漸變少，世界進入大國時代，意指國

家越大，資源越豐富，侵略難度越高，

國家就會轉而採取守勢。但是，這是

否指所有國家的軍力或資源達到一

定程度，就能促使世界步向守勢及規

則化？明顯地，一個國家是否易於攻

略，雙方的實力差距是關鍵之一。唐

雖然引用了歷史中的國家數目變化，

但這不足以證明現代列強比起遠古

時代的國家更能穩守。現代國家坐擁

更豐富的資源與科技，意味著國家也

擁有更豐富的進攻手段。大規模殺傷

武器發明後，現代戰爭早已變成動輒

之間分出勝負的博弈。相反，古代戰

爭往往曠日持久。如此觀之，社會演

化理論必須就國力差距出進一步分

析推演，方能證成攻勢轉往守勢策略

的過程。 

綜觀而言，若唐的演化典範要充

分容納國際關係理論的諸子百家，則

典範有必要指出確實帶動國際社會

演化的關鍵因素。這其實隱含在書中

各處。例如，唐提出的國力變化，雖

不足以獨力證成國際系統演化，但卻

或可對系統演化構成一定影響。而唐

引用人類學學者的研究，例如戴蒙

（Jared Diamond, 2017）對人類社會

演變的分析，以及附錄中的民族人類

學證據，正是演化理論中的重要關鍵。 

伍、以演化博奕和合作競化模型審視

社會演化典範 

雖然社會演化典範未臻完善，但

這絕非指其理論方向並不可取。相反，

只要為演化典範添加更仔細的理論

參數，唐世平的理論仍可足以整合及

調和各個國關理論的衝突之處。而要

進一步理解社會演化典範未及之處，

我們可先回顧生物演化理論及社會

合作理論，善用他山之石，為國際關

係理論攻玉。 

史密斯（1982）提出的演化博奕

理論，正補足了社會演化典範的邏輯

空隙。演化博奕理論把傳統博弈理論

中應用到群體互動中，顯示特定行為

或決策如何在群體中傳播及佔據優

勢（Easley & Kleinberg, 2010）。這正

是以博奕理論的模型解釋演化論中

的「適者生存」，背後邏輯與沃爾茲

及米爾斯海默推論無政府狀態下的

國家行為，以及唐世平推論攻勢現實

主義被守勢現實主義國家取代一致。

不過，在演化博奕理論推演下，群體

互動並不一定得出一套單一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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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反而，行動者可能演化出一套

穩定的混合策略。在鷹鴿賽局中，採

取鷹派戰略的行動者越多，鷹派戰略

的回報便會越低，令鴿派戰略更有演

化優勢（Smith, 1982）。最終，賽局可

能會演化出一種穩定的混合策略，即

參與者並未全部演化成採用單一戰

略。這可以有兩種方式理解：一，博

奕中的所有行動者都以特定比率混

合使用兩種戰略；二，賽局中部分行

動者堅持使用鷹派戰略，另一部分則

堅持使用鴿派戰略。無論是何者，所

有行動者的最終適應度（fitness）都

是相等的。顯而易見，這種賽局的結

果會更符合現實國際形勢。因為，我

們不但難以相信所有國家都採取同

一套戰略，甚至不能相信每個國家都

會永遠重覆同一套戰略。這解釋了為

何「弱國」一直存在，又或守勢當道

的世界為何仍會存在攻勢國家。 

上述的混合策略僅是建基於生

物演化下的分析，剩下的要不是物競

天擇下的適存者，要不就是基於整體

環境而按特定比例混合使用戰略的

行動者。在賽局中，這些優勝者並不

會針對特定對手進行戰略調整。但在

人類社會中，戰略互動的形式要更為

複雜，因為無論是個體抑或國家，都

一定具備學習能力，在與特定對手的

反覆互動中調整期望與策略。這亦即

新自由主義的合作互動、建構主義的

文化形塑，以及唐世平的橫向遺傳。

阿克塞爾羅就曾邀請不同界別的專

家撰寫電腦程式，互相進行重複的囚

徒困局，即讓程式按各種邏輯選擇

「合作」或「背叛」，嘗試找出最佳

策略（Axelrod, 2006）。結果，邏輯簡

單的「以牙還牙」獲勝。 

簡略而言，囚徒困境的參與者都

是基於自保及利益最大化而選擇策

略，並無前設一種「合作的文化」、

也無「命運共同體」的想像。賽局中

也不必存在一個中央機構約束各行

動者，只要行動者確實會從策略中獲

益或受損即可。換言之，這可想像為

一種「無政府」狀態。但阿克塞爾的

賽局結果證明，就算身處在這樣的環

境下，合作同樣會出現，甚至比起背

叛更有價值。 

誠然，阿克塞爾羅的賽局設定與

現實國際政治環境必然有異，並不可

能所有國家都按照阿克塞爾羅的策

略行事。但是，邏輯清晰的理論不單

可用以解釋現實，它更可用以對比現

實，找出推論與現實相異之處，進而

反思兩者為何失之交臂。透過上述理

論，我們可以看見社會演化典範的未

及之處。若要以演化理論解釋某歷史

時期的國際系統，我們絕不能以整體

代表全部。我們必須考察特定時空下

採取攻勢的國家比例，以至嘗試量化

戰爭的利益與代價。我們亦應抛除攻

勢或守勢現實主義系統的定型，而是

審視某區域內的國家是如何在不同

時期或對手下採取比例不同的混合

策略。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為社會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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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樹立更仔細的理論參數，用於理

論推演之中，並以之對比現實情況。

如此，社會演化典範方可成為完善的

宏觀典範。 

陸、結語 

國際關係理論的大爭論持續已

久，但在缺乏足以統合各方理論的宏

觀典範下，學界往往只能隨著現實國

際政治的顛簸起伏而擺動。唐世平的

社會演化典範為眾聲喧嘩的國際關

係理論建構了對話橋樑。他指出了各

個國關系統存在於不同時空，國際政

治會因應環境轉變而逐漸轉型。然而，

雖然社會演化典範建立了一套宏觀

典範框架，但若要使國關理論能真正

邁向融合，學者仍必須辨認出演化邏

輯背後的各項重要參數，揭開導向不

同系統的核心差異，方能為國際政治

系統的演變提供充分解釋。這些參數

可以是征戰的成本效益，可以是國際

合作與互動的頻繁程度，亦可以是不

同行動者的文化特質。演化博奕理論

及合作競化模型正顯示了進一步拓

展社會演化理論的可能性。而對心懷

抱負的改革者而言，這些參數甚至可

能成為寶貴的指路燈，照出可讓國際

社會更具規範及有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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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法律之功用為懲罰不法者，個人

的寬恕不必然帶來法律追訴的取消，

更甚者，對抗性的訴訟往往加劇衝突

而降低寬恕之可能性，因此「寬恕」

與「法律」向來被視為分屬於不同領

域——寬恕屬於人際領域，而法律則

屬於公共規範領域。然而，《法律何

時該寬恕？》探索了將寬恕納入法律

體系之可能。米諾採用歸納之研究方

法，從以下三個面向來探討法律中的

寬恕議題： 

一、 童兵與未成年罪犯 

	 	 對於童兵與未成年犯罪者，米諾

點出他們具有一定程度之能動性，不

能視為完全無辜的受害者，但也不能

將之當作完全具有自主性的主體，畢

竟他們的遭遇有很大一部分是成人

的過錯所促成，因此應該多大程度的

寬恕他們、使他們負起多少責任，成

為核心命題。修復式司法在實務上提

供了一項工具，協助這些少年為自己

的行動負責，同時認清成人對未成年

人之剝削。寬恕在這裡承認個人具有

改變的可能性，促成這些個人與社會

10.6570/PSQBR.202205_(63).0004 
 

 
• 陽庭妮/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學士生

法律何時該寬恕? 從赦免、修復式司法到轉型正義, 

前哈佛法學院院長寫給當代的法律思辨課

瑪莎．米諾

 

書 名：法律何時該寬恕？從赦免、修復式司法

到轉型正義，前哈佛法學院院長寫給當

代的法律思辨課 

作 者：瑪莎．米諾 
出版者：麥田出版社 

年 份：2021.05 
頁 數：256 pages 

ISBN：978986344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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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復原。 

二、 債務之免除 

	 	 寬恕債務是存在已久之文化傳

統，如聖經中的禧年、古雅典政治家

梭倫頒布一系列名為「解負令」之律

法來免除雅典之債務。而對於政府、

企業與個別債權人，又有不同的法律

措施。惡債是否因其惡毒而毋需償還，

尚有爭論。債務之取消認知到除了債

務人之過錯，債務還有各式各樣的起

因，有助於修正法律制度甚至社會結

構之弊端。 

三、 大赦與特赦 

	 	 作為強大的法律工具，大赦與特

赦有時能強化正義、和平與民主之價

值，消減社會分歧；但又可能淪為替

特權服務，損及平等原則。目前有些

國家為了防止赦免權之濫用，盡可能

設立防弊機制，如交由立法機構、要

求政府各部門一同參與、授權法官進

行赦免之審查。 

	 	 就算是正當執行，法律仍可能造

成傷害，因此米諾肯認在合理情況下

以寬恕來限制刑罰之連帶後果，能促

使法律調整其內部之不完美，也能避

免更多苦難，實現公平正義。但米諾

也承認，推動法律中的寬恕將可能危

害法治（rule of law）所追求之可靠

性、可預測性與平等性，且若以法律

程序迫使人們寬恕將構成濫權，因此

實務上的挑戰便是既要以法律來支

持寬恕、保留甚至創造寬恕之可能性，

同時須兼顧法治。 

貳、 心得與評述 

	 	 宗教領袖與心理學家強調寬恕

能帶來向善之正能量，然古往今來，

寬恕常被認為潛在性地妨害正義實

現。本書將法律與寬恕這兩個看似截

然不同有時甚至背道而馳的概念結

合，令人耳目一新。筆者認為本書十

分值得關注的是：如何化解寬恕與正

義兩者之間看似堅不可摧的壁壘。米

諾在三個面向的探討為人們開展了

看待正義之視野，不同於傳統上絕對

正義對於特定加害者、特定受害者、

特定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傷害之關注，

正義的意涵在此書中涵蓋人與結構

間的互動、文化脈絡的影響、社會的

需求與未來的走向。寬恕雖不能改變

過去，但能拓寬未來，當米諾將看待

正義之視角拉得更為寬廣，人們不再

只是執著於過往的既定事實，未來的

道路也被納入思考，此時寬恕對於法

律制度的設計者與執行者而言便成

為一種可能。 

	 	 米諾在書中對於法律與寬恕的

探討帶有明顯的建構主義色彩，二者

在米諾的分析中互相建構，寬恕的理

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法律制度，

而法律制度也能創造寬恕之空間，米

諾沒有提出一個理想典範，而是呈現

寬恕與法律互相構成之動態過程。相

似論調亦可見於璐蒂泰鐸（Ruti G. 

Teitel）所著之《轉型正義：邁向民主

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此書指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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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變革時期的正義既由轉型所建構，

亦是構成轉型之元素，而此時期的法

律是由政治環境所形塑，同時反過來

構成轉型。（Ruti Teitel，2001）基於

兩部著作相似之認識論，又五月促轉

會將解散，台灣的轉型正義將何去何

從無人知曉，筆者認為米諾此書應富

有啟發性。本書提出幾項可能實踐寬

恕的情形，然最終並未對「什麼罪是

不應該寬恕的」下定論，筆者認為米

諾有意將此問題保留給各國的法律

與社會共同形塑出解答。 

	 	 台灣的轉型正義深受南非真相

與和解委員會影響，《促進轉型正義

條例》就將「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

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明定為推

行事項。然而轉型正義卻也經常被視

為政黨間政治鬥爭之工具，而揭露真

相可能帶來更多紛爭，因此我們不免

要問，促轉會的努力，真能促進社會

和解嗎？ 

	 	 漢娜鄂蘭曾言：「任何裁決的行

動都可以變成寬恕的行動；裁決與寬

恕本是一枚銅板的兩面，但是，兩面

所依循的原則卻是不相同的。法律的

威嚴要求我們公平——只針對其行

為，而不問犯了錯的那個人是誰；相

反地，寬恕則將人納入考慮，寬恕的

不是殺人或竊盜（的行為），而是殺

人者或竊盜者。我們原諒的永遠是某

個人而不是某件事。」根據鄂蘭的觀

點，寬恕的對象是「人」，因此欲談

論要不要寬恕，應先具有一個可寬恕

的對象，亦即加害者。然而寧靜革命

的政治遺產使台灣目前缺乏對加害

者的指認與追訴，造成「上萬名受害

者卻沒有加害者」，筆者認為在不知

寬恕對象為何的情況下，政治人物所

作對於寬恕和解之種種呼籲皆為空

談。 

	 	 轉型正義不只是表面的追訴或

賠償，它還涉及更深更廣的問題：如

何處理歷史？（汪宏倫，2021: 1-61）

歷史本身極為複雜，解釋也十分多元，

學者吳乃德指出：「由於不同的歷史

經驗，台灣的不同族群，對國民黨的

威權體制也有不同評價與感情反應。

外省籍的民眾由於抗日戰爭、中國內

戰、以及移居台灣的經驗，對國民黨

有深厚的歷史感情。而本省籍的民眾

對國民黨統治經驗的記憶，則是二二

八事件的屠殺和白色恐怖。兩個族群

對威權統治的記憶，似乎很難相容。」

（2006：1-34）在這樣一個歷史記憶

高度分歧的社會中推動轉型正義，想

塑造一個統一的集體記憶實屬不易，

造成台灣經常跳過共識之形成，只以

「是否侵害人權」建立裁判基準。如

此手段帶有以正義來裁斷歷史之勢

（汪宏倫，2021: 1-61），欠缺對不同

歷史記憶的理解與包涵，筆者認為這

種獨斷態勢將限縮台灣於轉型正義

相關之法律中保留寬恕空間之可能

性，不利於促進族群和解。 

	 	 米諾使讀者看見寬恕的可能性，

而未明確指出何種情形寬恕將成為



短篇書評    2022 年 05 月 63 期 

27 

不可能，筆者於此就台灣的轉型正義

提出簡單看法：若未能使加害者現身，

缺乏實踐寬恕的主體與客體，追訴或

寬恕皆為不可能；若未能展現對於多

元歷史記憶之尊重，強行將轉型正義

作為歷史認知典範置換之工具，就算

作再多賠償、開放再多政治檔案、處

置再多不當黨產，台灣社會將仍缺乏

對話甚至寬恕之空間與動能，遑論與

法律相互建構出一個和解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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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於現實主義典範當中，權力平衡

一直是現實主義理想中達成和平之

手段與方式。就理論層面而言，權力

平衡被結構現實主義認為是理應發

生，乃因國家會為了生存，而聚集起

來抵抗過多權力。然而，綜觀歷史，

權力平衡現象並非如結構現實主義

學者 Kenneth Waltz所言之經常發生。

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 Randall 

Schweller針對Waltz理論作出修正，

並以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理論骨幹

以作出制衡不足之理論，藉此解釋為

何國家面對必須進行制衡時，卻沒有

做出制衡之行為以保衛生存。 

由於，Waltz之結構現實主義著

重於結構對於國家行為之影響，卻忽

略了單元層次對於國家行為之驅動

力，從而無法解釋權力平衡為何不會

發生。因此 Schweller自新古典現實

主義之視角，帶入了單元層次之變因，

進而針對權力平衡此行為進行修正，

提出制衡不足之理論，透過單元層次

之因素，解釋於何種情況下可能進行

制衡或制衡不足。 

10.6570/PSQBR.202205_(63).0005 

 
• 莊毅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生

沒有應答的威脅：均勢的政治制約

Randall Schweller

 
書 名：沒有應答的威脅：均勢的政治制約 

作 者：Randall Schweller 
譯  者：劉豐 

出版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年 份：2015 

頁 數：185 pages 
ISBN：978730125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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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設計 

Schweller 首先透過既有強國如何認

識崛起強國之性質，講述既有強權基

於結構因素及單元因素針對崛起強

權所產生之感知，如何影響其行為。 

(Schweller, 2015: 37 )針對不同性質

之修正主義國家，既有強權之決策菁

英具有不同選項以回應其要求，但是

既有強權對於修正主義國家之意圖

感知正確及錯誤將會影響制衡之結

果。 (Schweller, 2015: 42) 

除了上述感知性質之外，

Schweller 疊加了單元層次之四個變

因，分別為「菁英共識、政府/政權脆

弱性、社會凝聚力、菁英凝聚力」

(Schweller, 2015:53)，前兩者影響到

國家制衡之意願，後兩者則影響國家

動員之能力。透過此四種變因間之有

無，從而區分出五種不同性質之因果

關係式。(表一) (Schweller, 2015: 72-

75)  

名

稱 
因果關係 說明 

常

規

均

勢

模

型 

相對實力變化

=> 菁 英 共 識

及凝聚程度=>

政權脆弱與社

會凝聚力對動

員 之 阻 礙 => 

外交政策之延

續與變化 

此為 Schweller

依照 Waltz 所

言之權力平衡

邏輯，說明相

對 實 力 之 變

化，如何使進

行單元層次之

行為者制訂外

交政策。 

疊

加

模

型 

外部威脅上升

=> 社 會 分 裂

或凝聚=>政府

或政權脆弱性

=> 菁 英 分 裂

或凝聚=>缺乏

制衡共識=>制

衡不足之行為 

Schweller 將四

變項納入其中

之因果關係模

型，此為最直

觀 而 最 好 理

解。 

極

度

混

亂

國

家

模

型 

外部威脅上升

=> 社 會 分 裂

或凝聚=>政府

或政權脆弱性

=> 菁 英 分 裂

或凝聚=>缺乏

制衡共識=>制

衡不足並可能

導致國家分裂 

存在於第三世

界或是失敗國

家，基於國內

因素，制衡不

但不足，更最

終走向分裂。 

極

化

民

主

國

家

模

型 

外部威脅出現

＋政府不穩定

=>菁英對於外

部環境達成制

衡 共 識 => 菁

英與社會缺乏

制衡對象之共

識=>政府更加

不 穩 定 => 折

衷方案之制衡

不足及混亂政

策 

基於民主政府

或民主體制本

身之不穩定，

進而導致政治

菁英無法取得

共識，進而出

現制衡失敗。 

一

廂

情

願

相對實力變化

=>菁英認為外

部環境出現威

脅=>基於政體

由於政治菁英

之誤判，且政

體脆弱而無法

有效針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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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制

衡

不

足 

脆弱及社會分

裂而難以團結

及動員=>菁英

因錯誤性感知

而低估威脅=>

制衡不足及外

交政策缺乏變

化 

進行制衡。 

(表一) 來源：(Schweller, 2015: 72-75) 

參、 案例研究 

Schweller 考察了兩組大國案例

以試圖驗證其理論，第一組為戰間期

之英國，英國當時缺乏菁英共識，且

因經濟大蕭條，而產生政權與社會凝

聚力不足，導致英國產生制衡不足之

現象。 (Schweller, 2015: 9-85) 

Schweller 考察之另外一組案例

則為戰間期之法國，以及一戰前於

1877至 1913間的法國。就前者而言，

Schweller 認為是出現了極化民主模

型，導致面對納粹之制衡不足。當時

法國國內菁英對於威脅認知之不一

致，同時也因法國政府體制之不穩定，

從而使法國無法及時針對納粹威脅

進行制衡。(Schweller, 2015: 86-89) 

就後者而言，則在講述法蘭西第三共

和面對威廉德國，基於政教改革與殖

民主義之效益遞減，使法國之政治菁

 
1 結構現實主義圍繞權力平衡之著作甚
多，Waltz認為應著重制衡權力，而
Stephen Walt則認為應制衡威脅。有關兩位
學者更進一步之論述，請見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英凝聚力提升，從而願意漸漸走向制

衡威廉德國。 

最後，Schweller 也將其理論運

用於小國案例，即為 1864年至 1870

年間巴拉圭與三國同盟之互動。

Schweller 認為因巴拉圭國家內部的

一致性，使其十分符合現實主義典範

之單一理性國家之假設。 (Schweller, 

2015: 102-105, 107-108) 相對而言，

三國同盟之巴西、阿根廷、烏拉圭，

因過往拉美戰爭，存在極大之經濟危

機及社會凝聚力低落和政權不穩定，

導致動員能力低落，而無法制衡巴拉

圭。(Schweller, 2015: 112-114) 

肆、 貢獻與缺失 

就貢獻而言，關於權力平衡，過

往結構現實主義學者做出了許多貢

獻，但終究停留在結構-體系層次之

辯論。1但是，Schweller之制衡不足

理論跨越了體系層次之變因，而將單

元層次之影響重新帶回國際關係理

論之辯論當中，即便具有理論簡潔性

不足之質疑，但確實也提供可驗證之

假設以及有效解決結構現實主義無

法解釋之制衡不足的國際體系現象。

同時，也因為國家驅動力係來自單元

層次，從而迴避了能動者-結構問題2，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及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 所謂之能動者-結構問題，簡言之為強調
結構對於行為者之制約，反倒忽視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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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行為者其短期行為及行為改變

提供更大的解釋力。 

就缺失而言，第一，Schweller並

沒有針對變因間孰輕孰重進行解釋。

於 Schweller之理論中認為，政治菁

英與社會共識同等重要，且欲產生制

衡，則國家必須具有極高之菁英共識

及社會凝聚力。然而，回顧冷戰之歷

史，美國政黨政治菁英大戰略上雖然

一致，但是對於如何落實大戰略之戰

術具有極大差異。此外，美國於 70

年代社會內部因種族及反戰情結而

削弱社會凝聚力，以及經濟因兩次石

油危機而出現困境，但是美國於冷戰

卻仍然是以制衡蘇聯為第一目標，而

缺乏 Schweller所言之制衡不足之現

象。 

再者，Schweller 過度著重於針

對國內變因做出解釋，從而又過度忽

視國際體系之權力分佈對於國家行

為之影響。Schweller試圖針對「權力

平衡」行為進行修正，但是 Schweller

本人卻也忽略古典現實主義及結構

現實主義之權力平衡此行為具有不

同的假設與想像。前者顯然偏好多極

體系，後者則偏好雙極體系。於多極

體系之中，中等強權確實存在威脅認

知錯誤之可能，但在雙極體系中根據

Waltz之看法，則須為了自身生存而

加入兩大陣營中的其中一方以制衡

 
之能動性及結構改變之可能。有關能動者-
結構問題，請見Wendt, Alexander E. 

體系內另外一方強大對手。但是，

Schweller 於案例研究中，所使用之

案例背景皆為多極體系之情境，從而

缺乏針對雙極體系之考量。 

最後，Schweller 採取新古典現

實主義以開創其理論，主要目的在於

連結國關理論與外交決策，但是，

Schweller 似乎忽略了於外交決策中

所言之最終決策單元，意即針對某政

策，具有汲取社會資源能力之單元。

最終決策單元，包含了領導者、單一

團體、多重自主團體。 (黃奎博，2020：

214) 自此理論出發，若領導人具有

汲取社會資源之能力，如此一來

Schweller 所言之四項變因則是否不

具解釋力？經典案例則為史達林時

期之蘇聯，極權體制使蘇聯權力定於

一尊，導致史達林為真正具有能力決

定其對外行為並決定是否制衡希特

勒，如此一來菁英分裂及社會凝聚力

之變因，皆不如領導人對於外部威脅

認知來得重要。 

綜上所述，儘管於理論層面上有

其需要精進之處。無可否認的是，

Schweller 之制衡不足理論，相較於

Waltz之結構現實主義，針對案例之

短期因素提供更加有效之解釋力，進

而補足現實主義典範之短絀，使其理

論逐漸於國關理論當中具有一席之

地。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33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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